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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
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
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
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入许
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
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
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关键词：华北沦陷区；华北棉产改进会；华北棉花协会；棉花生产；流通 棉花是纺织工业原料，又是重要的
展较早并极为发达，本国原料供应又几乎为零。因此，棉花作为“二白”（盐、棉花）之一，成为抗日战
重。笔者曾根据相关资料，写过一篇小文[①] ，对山东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个案考察。但山东
貌，而学术界也一直缺乏相关的实证性研究[②]。随着笔者搜集资料的增加，愈感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华北
和分析，用史实展示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华北沦陷区棉花实际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分析日本入侵后发生的
文的写作即基于以上意图和主旨，期望能以此弥补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 

     华北多平原，不仅自然环境如地势、土壤、气温、日照等条件适宜植棉，而且劳力、交通、市场等社
华北棉花生产比其他地区发展迅速。纺织业是日本工业的主要部门。日本对中国的棉花资源及廉价的劳动
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前，日商与日本军政当局即积极着手控制中国的棉花生产与运销。  1937年“七七事变
城市及交通干线很快落入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农村大致从同年秋季开始陆续沦陷，因此，日军入侵对棉花生
全统计，1938年，华北棉田收获面积比上一年减少50%，皮棉产额减少51%。各省情况见下表。  

       1938年华北各省棉田收获面积及皮棉产额统计表（单位：千亩、千担）  

     资料来源：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第63
减产最重，棉田收获面积与皮棉产额都减少80%，河南省减产也达60%。 1939年，华北棉产继续下降。河北省棉田收
减少了59%，皮棉产额为654000市担，比上年减少了61%；山东省棉田收获面积为1761933亩，比1938年减少了
年减少了43%；河南省棉田收获面积为919390亩，比上年又减少64%，皮棉产额246421担，比1938年减少55%
进一步减产，棉田收获面积仅有362100亩，比上年减少21%，皮棉产额为69752担，比上年减产45%。华北四省平均，棉田面
棉产额比1938年减少55%。[③]棉花减产趋势加重。表示如下。     1939年华北四省棉田收获面积及皮棉

     资料来源：根据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第

     日本侵占华北后对如何增加棉田面积及产量极为重视。1937年日华经济协议会下设农村对策委员会，
年计划”，企图将华北棉产量，增至1946年的1000万担。[④]日本对华北棉花之企图，由此可见。 为完成棉花增
939年2月6日，华北伪临时政府实业部召开创立会，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改组为华北棉
及计划委员会。华北棉产改进会接受伪临时政府及日本纺织联合会、日本棉花栽培协会等的技术及资金援助，在各省
业：指导奖励棉花栽培；经营采种圃及委托采种圃；配给棉花种子、普及奖励棉区灌溉设施；指导奖励棉花合作事
河北省棉产改进事业，即由华北棉产改进会河北省分会接管。河北省分会已早在1938年11月1日于天津正式成立。
日设立，分会办事处于4月24日在济南设立并正式开始办公。山西省分会设立事宜，于1939年8月间，即着

  棉田面积 比上年减少率（%） 皮棉产额 比上年减产率（%）

河北 6181 35 1691 40

河南 2585 60 543 60

山东 2787 50 815 50

山西 457 80 125 80

计 12010 50 3174 51

  棉田面积 比上年减少率（%） 皮棉产额 比上年减少率（%）

河北省 2570 59 654 61

山东省 1761 37 463 43

河南省 919 64 246 55

山西省 362 21 69 45

计 5612 53 1432 55



南省分会也于同年8月即着手设立，9月1日起，暂在北平设立筹备处，预定10月间移设开封办公，待筹备妥
华北棉产改进会各省分会设立后，陆续设指导区，指导区下又设办事处，指导棉花增产事宜。河北省设立的指
保定、东光、邯郸指导区；山东省分会设立的指导区主要有：德县、邹平、惠民、临清等；山西省分会设
定在豫北、豫东两区设指导区。[⑦]为推广植棉，增加棉产，华北棉产改进会通过各省分会及其在各地设
方面工作。一为经营采种圃，培育优良品种，加以推广。二是组织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 另外，华北棉产
训练植棉技术人员及棉花分级检验人员，在培养技术人员方面不断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不仅如此，为向普通棉
会还选派该会专门人员，担任讲解员，自1939年12月起，分京汉线、津浦线两组，按照预定计划及日程，分赴各地召集各合作社
训练，并令受训期满回社后，训练其他社员。同时举办棉花展览会及品评会，编纂印制植棉及病虫害等项
民。仅1939年发放的宣传读物即有：《植棉图画浅说》、《植棉标语八种》、《棉蚜的防治法》、《红蜘蛛的防治法》、《
《种植美棉浅说》、《选择植棉的方法》，计有七种之多。[⑧]先不管棉农能否领到或是否看得懂，单从
亦可推知华北棉花在日本所需能源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 日伪在华北推广及奖励棉产的机关，华北棉产
试验场及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新民会、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等机关的协调配合下，通过设立采种圃繁殖
进行示范指导，防除病虫，开发棉田水利，办理棉花产销合作事业等，以图增加棉花产量，改良棉花品质
织之加强，华北棉产改进会曾经改组机构，并计划于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设立总会，由总会再设分会
为标准，以期收购之便利。还计划在华北各产棉地区附近，设立农村银行及大仓库。以上举措皆为更多地
华北棉产改进会与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联络，在沿铁路线的各地铁路爱护村，设置劝农场，并普遍设置棉作
量。根据其制定的棉作爱护村纲要，符合以下条件者将定为棉作爱护村：每户棉田在5亩以上、全村总面积
村内曾有人凿井；将来有望植棉。被定为棉作爱护村的将得到如下的奖励和物资配给：更新种子，每村配
170元；发放春耕贷款、凿井贷款，大井每眼为300元，小井为150元；举办棉作展览会及生产奖励会；配给
具10具，发防虫剂200罐。[⑨]日伪为增加棉花产量如何不遗余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为吸引农民种
月15日兴亚院发表棉花新统制方针。新方针中最重要的是废止公定价格及平衡费制度。公定价格制是日本
的在使日本采用华棉较美棉为有利。但日本在华北实施棉价统制的结果，使棉价脱离了华北伪钞的实际价
较为有利的农作物。这种价格统制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华北棉产减少。但此次日本撤销公定价格制，并非改行自由放任政策，公定价格制固
花增产的阻碍，若在物价上涨的狂潮中放任棉花上涨，对日本的采购仍将不利，于是兴亚院对棉商收售数
贸易，而由新设之“物价对策委员会”参考一般物价，随时重定官价。 日本在华北收购的棉花有军用与民用之
北棉花协会（华北棉花统制机关）所公定的棉花价格，军用棉向来较民用棉为低，其差额须由民用棉负担
75元，购买为军用只须68元，为民用购买时则须补付军用棉少付之数额，共付82元。此项补付之数额视军
或减少，这就是所谓的棉花平衡费。1939年11月间因民需购买之棉远较军用棉为少，平衡费高涨至14元以上。日本在
不言而喻，其目的是在满足军用，但结果是直接抑制民间需要，阻碍棉花上市，间接又等于强制棉花贬值
北棉花新统制方针的实施，不过是调整价格，讲求分配的合理化，促进棉花上市，以增进下年度棉花的增
从以下棉花的实际生产情况即知。 1940年，实际棉产状况如下： 河北省，因春季干旱，发芽不全，无灌
水过多，棉铃脱落，收获减少。全省棉田收获面积为385万余亩，每亩平均产量约85斤，籽棉总产量约为327
面积的16%强。 山东省，棉田播种面积约为330余万亩，较上年增加50%，但因春季干旱，夏季多雨，鲁南地
田达200余万亩，约占播种面积的59%。收获面积为142万亩，每亩平均籽棉产量为76斤左右，籽棉总产量为
收获减少，播种面积虽为50余万亩，但收获面积仅为35万亩，每亩平均收籽棉63斤，籽棉总产量为22万担
48万余亩，较上年增加83万亩，但因豫东一带，无灌溉设施，影响发芽，因此收获面积约为119万余亩，每
产量为101万余担。 为便于比较，把华北四省1940年的棉田收获面积及皮棉产量列表如下。  

        1940年华北四省棉田收获面积与皮棉产量表（单位：千亩、千担） 

     资料来源：马仲起：《近年来华北棉产之概况》，《中联银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第68
各省棉田收获面积与皮棉产量有增有减，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收获面积与皮棉产额增长率都在20%以上。可以
一定的成效。     1941年仍是日伪在沦陷区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棉花的这种增长势头未减，河北省的棉田收
增加35%，皮棉产额为1344045担，比上年增加了26%；山东省棉田收获面积为3540747亩，比上年增加一倍半，皮棉
加两倍；河南省棉田收获面积为1571062亩，比上年增加32%，皮棉产额为443363担，比上年增加38%；山西省棉田收
增加64%，皮棉产额为153639担，比上年增加一倍还多。华北四省总体上棉田收获面积比上年约增长40%，皮棉
大，说明日伪的棉花增产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美英开战，来自英美的棉花供
华北，日本由此更加重视对华北棉花的统制掠夺。1942年，山东各棉产区又遭受旱涝雹灾，棉产减少，但
关、日本商社等的调查，估计本年山东植棉面积约为470万亩，皮棉产量大体在120万担上下。[12] 1943年
华北棉产改进会、华北麻产改进会等机构为一体，从机构上强化管理，企图增加棉产，满足日本需要。[13]
转入战略退却，中国抗日军民转入反攻，日本败局已定，已无法也无力真正顾及华北棉花生产，虽无资料
超过1942年的估计数额。下表便反映了华北沦陷前后棉花产量的变化。[14]  

      华北沦陷区棉花产量变化表（1936—1941年）  

  收获面积 较上年增减比率 皮棉产额 较上年增减比率

河北 3858 增50% 1070 增63%

山东 1025 减42% 336 减27%

河南 1193 增30% 320 增30%

山西 320 减11% 69 减1%

计 6396 增22% 1795 增25%

  棉花产量（千担） 变化指数

1936年 5552 100

1937 6363 114.6

1938 2709 48.8

1939 1319 23.8



     从表中可见，虽然从1940年起，华北棉产开始呈上升趋势，到1941年增长一倍还多，但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也不
多一点，从总体上看，远远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
产计划比较可知，日伪也远远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棉花增产目标。                        

  二  

     华北沦陷后植棉面积及棉花产量的下降，与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固然分不开，但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
成的严重破坏，更为重要的是，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商品化率极高，棉花的价格高低及能否顺利出售并购买
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及种植能力，对植棉面积及产量的增长影响极大。例如1939年华北发生大水灾，但棉
府调查，无论在水灾区域或非水灾区域，棉产均一致减少。[15] 日本的军事入侵和占领统治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
食问题[16]时已作了阐述，这种破坏对于棉产区来说是相同的。比如山东省的临清县，是有名的棉产区。据
大三里庄使用的农具有30余种，都是华北常见的原始而简陋的农具。日军侵占该地后，农具价格涨了2至4
类，或修理更换犁头、锄头，使用的大部分都是七七事变前的农具。日军入侵后，役畜的减少在华北农村是普遍
在事变前每种40至50亩地饲养1头牛，现在60至70亩才养1头。而役牛的价格，事变前每头70至80元，现在
了。肥料也是严重不足，主要是土粪、灰土粪及大粪，也有用豆饼、棉籽饼、硫安的，数量极少。也是因
肥量显著减少。生产条件恶化。[17] 农民种植棉花，大部分用于出售，因此，棉花的价格便直接决定着农
是左右农民种植作物选择的第一要素。日本占领华北后，对棉花实行统制政策，专门设立华北棉花协会，
定价格制，操纵棉市，为获取最大利益，自然压低棉价。日本占领华北初期，华北各省植棉面积与皮棉产
系。比如河北省的徐水县，1938年籽棉每百斤由15元降至8元，皮棉每百斤由47元降至30元。[18]兴亚院华
况进行调查后即明确指出，1939年山西棉产的急剧减少，与棉价的低廉有极大的关系。[19]1939年11月，
定价格制，但对华北棉市仍取监视态度，为求购棉的最大利益，而抑制棉价的上涨，与其它农产品价格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
价格上涨率低得多。1941年，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受日军多田部队的委托，为了解日军占领后华北地方经济
县第三区望树镇进行了调查。在其调查报告中，即指出，由于棉花价格的极度低廉，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失去均衡，而使
食作物，棉产因此剧减。[20]1942年，驻山西日军每斤棉花平均收购价为0.91元，而当时汾阳市场每斤棉花平均价格
价的47.89%，棉农利益大受损失。[21] 日本为了割断在其后方不断建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能源供应，实
实行移出入许可制，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加之处于战乱时期，集市减少，运输通路受阻，运输
径，上市的粮食非常有限，棉农很难买到用于糊口的粮食。因此，不得不改种粮食，聊以自存。 华北沦陷
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而日军占领华北后，实行“以战养战”政策，以各种方式掠取
食更是难上加难，农民舍棉种粮便是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了。     日伪推广植棉政策本身应该说是具有
例如，1942年，日伪勒令文水县将粮田改种棉花，农民纷纷抵抗，日伪派出大批军警到各村强制推行。[22]
土地，就必须种植棉花。如果农民表示拒绝而种植其他作物，则以反抗日军的名义将其逮捕，进行拷问，甚至
里，将作物连根拔起，进行破坏。[23]但日伪这种强制性的植棉政策在各沦陷区的执行情况，则视当地日
制性推广植棉政策之高压下，华北沦陷区农民仍然从自身生存和利益出发，选择农作物的种植，纷纷改棉
于日本的高压统治，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农村统治之不得人心及其统治力之薄弱。  

                               三  

     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棉纺织业投资已达相当规模，为保证这些棉纺织厂的原料供应并向日本国内输
国，以控制中国棉花的生产与收购。但这一时期，华北的棉花交易，还是自由竞争，除中日棉商外，另有串
此竞争，所以价格比较公允。 但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华北后，受战乱影响，中国棉商纷纷逃往外地，日本以外的其他各
人的刁难，进出不甚自由。伪临时政府实业部更于1938年11月12日公布《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规定
出”，违者“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1万元以下之罚金”。[24]对华北棉花实行统制。由此，华北棉花市场更是完全被日商控制。他
格，使华北棉花价格剧降。 日军侵入华北之初，兴中公司也加入棉花收购队伍，计划在天津设立棉花仓库
纺织企业与在华纺织厂的共同要求下，为保障日本纺织业的原料供应，由兴中公司、日本纺织联合会、日本棉花同
资设立了华北棉花株式会社。主要业务本来计划是代理收购棉花和向棉农提供棉花贷款，但随着形势的变
心。[25]华北棉花株式会社得不到华北棉花收购权，与战争时期日军的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因为，为确保
一些棉花收购组织。如日军于1939年1月在济南设立棉花收购组合，日本洋行在组合的指导统制下，携现金
店）——花行——洋行之径路，收购棉花。[26]日军计划在天津、济南、石家庄设立同样的机关，协调购
种收购机关是日本棉业者组成的一种棉花专买公司，掠夺性暴露无遗。为便于利用中国花行，统治沦陷区
于同年4月改组上述棉花收购组合，新设华北棉花协会，在北平设本部，在天津和济南设支部。[27]华北沦
棉花协会来控制，华北棉花协会通过公定收购价格统制棉花收购，并对收购的棉花进行配给统制。日本洋行便作
北棉花的收购。 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及统治的逐渐稳固，进驻山东德县的日本洋行还直接到临清、夏津、武城、恩
花。。 河北是华北第一产棉大省，有更多的日本洋行进入。据华北棉花协会调查，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
购的棉花数量总计达287886包，每包约为150斤，共计4300余万斤[28]。 但在沦陷区各种物价飞涨的情况
得商人囤积居奇，出现棉花黑市交易，以至地方市场的棉价高于中央市场的公定价格；或有的地方积货太多，所
之后公定价格虽有所提高，但于事无补。因此，1941年，在进入新的棉花上市期之前，日本又对华北棉花
2年1月15日，改组后的华北棉花协会开始运营。[30]华北棉花协会此次改组重点是扩大了统制领域。以往
对棉花的运输、配给、消费等领域的统制，同时对棉花的增产及改良等也进行统制，以确保棉花供应。以往日
体形式加入华北棉花协会，此次改组后，变为以华北的本支店为单位分别单独加入协会，特别是棉花商实
责任。在机构方面，扩大北平本部人员设置，会长、理事长下设总务、业务、经理、企画、监察五部，监
购。协会除在天津、济南设支部外，又在青岛、石门、太原设支部，在其它必要之处设各支部的办事处或事
外，各支部分管区域如下： 天津支部：天津事务所直辖地区、唐山办事处管辖地区 青岛支部：青岛事务
石门支部：石门事务所直辖地区、彰德办事处所管地区、保定办事处所管地区、邯郸办事处管辖地区 济南支部：
事处管辖地区、德县办事处管辖地区、临清办事处管辖地区、徐州办事处管辖地区、开封办事处管辖地区
见，协会改组的着眼点在于把统制范围扩大到了与棉花收购相关的各个领域，充实了机构设置，加强了监
区域，以保证万无一失地获取更多的棉花。 华北棉花协会改组后，在华北的日华纺织公司、日华棉花商及日

1940 1440 25.9

1941 2994 53.9



收购业绩并得到监督官厅的承认才有资格成为协会会员。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在华北设有工厂的日华纺织
与会员（在华北受托经营军管理工厂的公司及日华制棉业者代表商社及不能成为正式会员的棉花商的代表商社）
义务：棉花商应向协会登录直属棉花商及直属收购人，并应负责其登录商社关于收购的一切责任；棉花商及
配给，要遵从协会的指示；纺织业者应根据协会的指示，购入并使用原棉。[32]限定只有华北棉花协会会
直属协会会员或直属棉花商的直属收购人方可收购棉花。修订的《规约》中注明：1940年棉花年度上缴协
为协会会员；上缴协会500包以上棉花的日商或华商才能成为直属棉花商[33]。全华北沦陷区都根据以上规约
再往下直属协会会员与直属棉花商的直属收购人也是指定的，并到协会登录，未被指定登录的，不得买卖
其直属棉花商及直属受购人（含花行）、直属棉花商经其直属收购人之手进行棉花的收购。不过，也可以直接
所及农家收购。 实际上，日本指定的华北棉花协会会员都是日本洋行，这些洋行大都在棉产地区县城设办
收购人收购棉花，这些被指定的直属棉花商有日商洋行也有花行，而直属收购人都是花行或花店。他们也
花店及花店购棉，真正在农家庭院和农村集市上从棉农手中购花的是这些花贩、轧花店及花店。洋行购得的棉花再上
部，由其统一配给日军军需及日本在华纺织业作原料或输出等。华北棉花协会会员、直属协会会员的直属
收购活动，通过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及其在各县的顾问，都处于日军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但直接从农民手中
活动，更多地利用了传统的收购渠道和网络，这也是日伪收购统制还无力企及的领域。 日本在山西棉花的收
支部管辖，但实际上与河北、山东、河南省有所不同。七七事变后由日军及军管理纺织工厂组成山西同业
绛及其他必要的县设支部，亲自收购棉花，而不是靠花行、花店及洋行等，棉花经纪人也改换了形式。[34]
购，由三大军管理工厂太原纺织厂（锺纺受托经营）、榆次纺织厂（东洋纺受托经营）、新绛纺织厂（上海
免彼此竞争高价收购，而协商划定了大致的收购地区范围：侯马以南的同蒲路沿线地区归太原纺织厂；安邑、猗氏、万泉、
沃归榆次纺织厂；河晋、稷山、新绛、临汾方面归新绛纺织厂；北部的文水、汾阳、平遥方面归榆次及太原
致在各县设一军指定棉花收购处，配备捆包机1至2台。棉农把散花包在布包内，用小车或畜力拉的大车、或用肩背
到收购处来卖棉的大户主要是中间商人，因为山西省即使是富裕些的大户农家，一家的棉花产量也不多。
查验也由买方单独进行。棉农或掮客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任凭军管纺织厂收购人决定。[35]1939年日军规
邻的等级之间都相差2元钱，这样，五级棉就要比一级棉便宜8元钱。[36]收购方极力压低等级，棉农利益大受
地棉花收购处购得的棉花用马车或汽车运至军管工厂在铁路沿线棉花集散地的办事处，由此再用火车把棉花
厂进入最后的消费。可见山西沦陷后棉花的流通途径变得极为简单。即从棉农或棉花掮客，到军管理工厂
管理工厂办事处，最后运至军管理纺织厂进入消费。  

                           四                    

     日本侵占华北后，前述新的棉花收购机构的出现，以及战乱、日伪对棉花的统制政策、经济封锁等都
响。 首先，由于日本棉花商大量进入华北沦陷区，并深入棉产区腹地购花，日伪对棉花的收购配给实行统
与流通体系，使得抗战前存在的许多中国棉花商被排挤出棉花流通市场，刚形成的棉花市场体系被统制系
出的变化表现在：洋行由以前在天津、济南等终点市场经花行中介从地方初级市场花店派来的花客手中购
接从地方县城花店购花。事实上，这些花店自己几乎无资金，购花资金完全仰给于洋行，而代其购花，以手
的棉花用卡车运往终点市场或指定消费地。运输时必须以协会会员名义办理运输许可手续，通过华北棉花
一配给。这些花行或花店在资金、收购许可及运输等方面依靠日本洋行，作为日本棉花商的直属收购人，
于日伪对棉花的收购与配给实行统制政策，并实施棉花输出许可制，使棉花流通失去自由。失去多省份棉花
心的地位几乎丧失。1938年在天津上市的棉花数量尚不到常年的一半。[37]济南终点市场也是如此。同时
日军入侵山东之初，交通时常受阻与市场腹地联系中断，因此，济南终点市场完全丧失其中央市场地位，而在
散中心。抗战前鲁西最大的棉花交易中心临清县集聚的棉花也向这里汇集。到日伪在山东沦陷区统治渐趋稳
恢复生产，济南作为山东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才得以恢复。但是，由于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不断，“治安
不顺畅，日本棉花商又不可能在济南等待，而是竞相进入地方县城。日本洋行进入县城棉花市场，使得地方初
化，而不再像抗战前地方棉花大都向临清和张店这两个地方交易中心汇集，棉花交易中心趋于分散。 另一方面，
境，使得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被迫中断，经济圈发生变化，给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民众生活带来的不便和负面影
在七七事变前有相当数量通过陆路或水路运出省外，京汉沿线的中西河地区产棉经石家庄运往蒙疆方面，津浦沿
面。这些面向省外的运出在七七事变后完全断绝。[38]再如山西省所产棉花在七七事变前约有半数运往天津、
运，仅在省内经济圈流通消费，完全供给山西的军管理纺织厂。[39] 再者，由于棉花流通机构的变化，加上
手段发生变化，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棉花集散中心。以天津上市的棉花为例。七七事变前在天津上市的棉花主要有三
便用民船运输；铁路运输；大车运输（近距离）。因为运费便宜，利用民船运输的最多。从1921年到1930
船运输，火车运输仅占40.5%。[40]但是在日本侵占华北后，由于河川两岸“治安”不稳，以及交易机构的
以铁路运输急增。用火车运输的棉花几乎占天津上市棉花的90%。由此，使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变为新的地方棉花集散中心，如保定、石家庄、高
邑、顺德、邯郸、河南省的彰德等。[41]日军占领山东之初，德县之所以成为新的地方棉花集散中心，与
加有着直接的关联。 当然，这种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并不适用于山西省。因为七七事变前山西棉花上市就主要依靠
后棉花的运输方式与大的集散地自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还有，受战乱影响，棉花的原始集散地萎缩。比如山西的
花的集散地有孙吉镇、王显镇、宝鼎镇等，事变后，荣河县城内成了唯一的集散地。[42]集市已几乎失去在棉花上市方面的重要性。
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对鲁西最大的棉花交易中心临清县的调查可知，在七七事变前几年，临清县的棉花交易即出
的上市期，除通过集市外，农民特别是地主、富农阶层亲自把棉花运往与集市无关的离家较近的市镇的花店或
的收购人、花贩、轧花房等随时直接到农村在农民的庭院内收购。后者更能盈利，因此逐渐盛行，棉花交易中心的一部分由
散。日本入侵后，由于治安、交通等的影响，集市本身数量减少，功能萎缩，几乎成为附近几个村村民生活用品的交
本洋行便怂恿华商积极到乡村农民的庭院去收购。因此，日本的占领和统治加重了棉花交易忽视集市的趋势
大大削弱。     华北沦陷区棉花流通出现的上述变化，是日伪对棉花的收购与配给实行统制政策的直接后果。日
中国棉花商受到排挤，其经营的许多相关产业被迫停止，一些经济机能丧失。以临清县花店为例。七七事
五十家，棉花上市期一些临时性的小规模花店开始营业，约有三、四十家，总计约80家花店。[44]这些花店
县以下地方农村以及外县所产棉花，打包后运往济南中央市场，使得临清市场作为相对于济南中央市场的中
心。从收购棉花到保管、打包、运往济南中央市场，都由花店经营。这样，日本入侵前的临清县花店便具有了收
而且，这些花店还发挥着融通资金的机能[45]，在临清市场经济发展中，花店的这种金融机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日
行进入临清市场后，日伪实施棉花收购许可制，经过指定登录，临清县花店便作为不同的日本洋行的直属
北棉花协会会员，有的是直属协会会员的直属棉花商，它们平均有6—7家花店作为自己的直属收购人。[46]
收购的棉花上缴洋行，又因缺少资金、购花款仰给于洋行，因此这些花店完全沦为洋行的代理。而且花店把
往洋行的办事处，即算交货完毕，不像战前负责运出。另外，日伪统治下，这些花店几乎没有自己的资金，又加上
交流被切断，使得花店无力也不可能发行汇票，更无资金融通的能力，失去了其金融方面的机能。花店业务简单
别。花店自身也由此经营衰落，纷纷破产。再如，被日伪作为超重点县的山东省武城县，花店数量逐年减



家，1943年再减少至10家，1944年初减少到5家，到1944年5月，花店仅剩下了鲁棉花行1家。武城县的花行
年的28家。[47]由于日本洋行直接进入棉产腹地，农村的小集市、经纪、小花贩等更是被排挤出棉花流通体系。
化可以看出，日伪指定的棉花收购机构集中在县城，它们并不直接向棉农购花。也就是说，日伪对棉花流通的
到终点市场，这种统制尚未及于县城以下。因为棉花从棉农手中到县城市场的流通仍沿袭了抗战前的路径
售，或是在村内和集市上卖与花贩再贩卖到县城。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侵略与统制政策对基层棉花流通市
生产及商品化都受到影响，棉花上市的途径与时期不定，棉农往县城销棉遇到困难，加上农村集市的衰落也妨
花商所作调查，山东省的棉花（皮棉）上市量，1938年至1941年分别为599000担、284000担、214000担、
的产额分别是：815179担、463580担、336408担、1094675担，上市率分别为73%、61%、64%、54%上市率逐年降低，
日伪的棉花统制政策，使华北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了严重阻碍。  

                        结  语  

     华北沦陷后，日伪极为重视棉花生产，采取种种措施，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入侵，日伪的暴政，
件；加上华北棉花协会控制棉花价格，压低棉价，使华北农民纷纷弃棉种粮，植棉面积及棉花产量锐减。
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日伪对棉花的收购与配给实行统制政策，并实施棉花
使抗战前逐渐发展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破坏：洋行由战前在终点市场经花行中介购花变为直接到地方初
易中心趋于分散；天津和济南等棉花终点市场失去许多外省棉花来源，其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受
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交易中心；一些花店或花行沦为日本洋行的代理，而丧失了一些经济机能，更有
产；上下级市场间建立起来的有机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棉花的原始集散地萎缩、战乱等因素又使华北棉花上市率逐年降低、商品化
了严重阻碍，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状况证明，日本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
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使抗战前刚刚走向复苏的华北农村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和平空间和自由，农业生产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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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Japan had managed to promote policies for cotton planting, especially for product
ion and circulation of cotton in North China so as to ensure military and civil supplies as materials for its textile industri
es at home and under the puppet regime of Manchuria. For this Japan not only established Associa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Prom
otion, a rewarding institute to guide cotton production, but also made every other effort to increase cotton production; it ev
en adjusted cotton production policy to attract farmers. However, Japan’s invasion along with its tyrannical policies in coll
aboration with the puppet regime seriously damaged the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in North China
reas. Also, the Japanese merchants controlled cotton markets and brought down the cotton price, leaving farmers no benefit. As 
result, the farmers had to give up cotton planting and took up grain planting. All these reasons lead to a severe reduction of 
the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occupied zones in North China, where its cotton production couldn
ore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Furthermore, as Japan and the puppet regime implemented the import and export permit syste
m, the Association of Cotton in North China under Japanese army controlled the circulation of cotton and grievously undermined 
the cotton market system established before the incident. As a result, terminal markets like Tianjin and Jinan lost lots of co
tton sources from other provinces as well as their position as cotton trading centers; the change of the modes for cotton tran
sport gave birth to some new cotton collecting and dispersing centers in the occupied areas except Shanxi in North China. Cons
equently, many Chinese cotton merchants had to subject themselves to Japanese trading companies. Some had lost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and went bankrupt. All of these greatly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the cotton commoditization, reduced 

ral economy to the edge of bankruptcy and brought the farmers one disaster after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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